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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的潜在组合模式对工作满意
度的影响：基于边界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整合的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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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尽管已有研究发现员工个体特质或工作特征对其工作满意度有重要影响，但多采用以变量为中心的视角，忽视了个体

的异质性，无法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员工间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文章基于边界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的整合视角，采用以

个体为中心的纵向设计，在 3 个时间点（间隔 1 个月）对员工进行调查，最终获得了 346 份匹配问卷。研究结果表明：（1）

员工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的潜在剖面存在 4 种不同的类型：平衡型（56.7%）、被动型（23.1%）、主动型（14.2%）和冲突型（5.9%）；

（2）主动型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最高，平衡型和被动型次之，冲突型最低；（3）与平衡型员工相比，主动型员工的工作满意

度较高是因能力需要满足较高；冲突型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较低是因自主需要满足较低；被动型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较低是因能

力需要和关系需要满足较低。这些结果为理解工作满意度的前因及其复杂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为“以人为本”的管理

实践提供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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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是预测组织关键成果（例如

创新和留任）的核心指标（Peccei & van de Voorde, 
2019），其生成机制正受到工作环境变化的深刻影

响（Cheng et al., 2022）。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

在组织中的加速渗透，员工工作与非工作领域的

边界变得愈发模糊，员工正面临比以往更频繁的

“跨边界”任务切换（Bloom et al., 2024; Cheng et 
al., 2022）。工作满意度的形成不再仅仅取决于任

务内容与岗位制度等因素（Li et al., 2024; Oldham & 
Fried, 2016），更受到员工对角色边界的倾向、组织

对边界的支持或干预程度等影响（Jiang et al., 2020; 
Ninaus et al., 2021）。因此，在边界模糊这一新型工

作情境下，识别影响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关键变量与

组合模式，就成为理解数字时代员工工作体验变化

的重要切入点。

边界理论（boundary theory）为理解数字时代边

界模糊情境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形成机制提供了重

要视角。该理论强调，当员工面临工作与非工作领

域边界的模糊化时，其个体特质（即边界管理相关

的偏好或个性）和工作特征（即工作相关支持或要

求）会共同影响其在边界模糊情境下的态度（例如

工作满意度 ; Daniel & Sonnentag, 2016）。已有研究

主要从以变量为中心的视角揭示员工个体特质或工

作特征对其工作满意度的直接影响。例如，高工作 -
家庭分离偏好的员工在经历频繁的工作相关智能手

机使用时，会体验到更高的工作 - 家庭冲突，进而

可能降低其工作满意度（Derks et al., 2016）；拥有

高工作自主性的员工能够把这一关键工作资源转化

为个人资源，借此体验到更多的工作 - 家庭增益，

进而提升其工作满意度（Jing et al., 2021）。此外，

也有研究关注员工个体特质与工作特征对其工作满

意度的共同影响。例如，有证据表明员工的工作满

意度受到其边界管理偏好与工作自主性之间协同作

用的显著影响（Wu & Zhou, 2022）。这些发现丰富

了我们对员工工作满意度形成机制的理解。

然而，上述研究大都基于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

思路，难以揭示员工个体特质与工作特征组合的

异质性影响。具体而言，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通

常假设变量间关系在样本中同质且线性（尹奎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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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难以捕捉特定子群体中因素的独特效应以

及多因素复杂组合效应，这容易导致管理干预“一

刀切”，降低决策有效性与资源分配精确性（Wang 
& Hanges, 2011）。越来越多学者呼吁采用以个体为

中心的方法，通过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 Marsh et al., 2009）来识别员工在多重

变量下的自然聚类类型，从而揭示员工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的组合效应（Howard & Hoffman, 2018）。

该方法不仅能反映员工态度的结构性差异，还有助

于避免人为划分导致的信息丢失和统计偏差问题

（Morin et al., 2011）。因此，基于边界理论，文章

聚焦于边界模糊情境下影响员工工作满意度的核心

因素，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探索组合模式对工

作满意度的影响，为组织管理实践提供更精准的指

导。具体而言，个体特质层面包括工作 - 家庭分离

偏 好（work-family segmentation preference） 与 尽 责

性（conscientiousness），前者体现员工在边界模糊

情境中维持心理界限的内在需求倾向，后者代表

员工应对频繁跨界任务切换所需的自我调控能力

倾向。工作特征层面包括领导非工作时间电子通

信 预 期（leader after-hours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expectations, 简称领导 AECE）感知与工作自主性

（work autonomy），前者反映员工在边界模糊下感

知到的组织对工作 - 生活界限的侵扰程度，后者是

员工在边界模糊情境中所拥有的对工作任务与节奏

的掌控权。

在个体特质方面，工作 - 家庭分离偏好与尽责

性是影响员工如何管理与应对边界渗透的关键基础，

它们共同塑造了员工在边界模糊情境下的工作满意

度。工作 - 家庭分离偏好指个体划分工作与生活界

限的倾向（Kreiner, 2006），直接反映了员工在面

对技术驱动的边界渗透时，对于维持边界清晰度的

内在需求。在传统办公模式下，物理空间（如办公

室）为边界的维持提供了天然屏障。然而，在数字

技术驱动的远程或混合办公模式下，家庭空间转变

为工作场所，这种物理屏障不复存在。已有研究表

明高工作 - 家庭分离偏好有助于员工在边界模糊的

远程办公情境下减少压力与困扰（Derks et al., 2016; 
Xin et al., 2018），从而正向影响工作满意度。与此

同时，边界模糊的工作情境（例如混合 / 远程办公）

在提升员工工作自主性的同时削弱了外部监督，对

员工的自我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Song et al., 
2025）。尽责性反映了个体的自律、条理性和目标

坚持性（Wilmot & Ones, 2019）。数字技术驱动的

边界模糊化重构了工作场景，使得尽责性的作用机

制趋于复杂。与结构化、高监督的传统工作不同，

一方面，远程协作等技术赋予了员工更大的自主权，

这为高尽责性员工发挥其强大的自我管理能力提供

了理想空间，可能提升其工作满意度；另一方面，

边界模糊情境（例如频繁的任务切换、物理空间混

合）以及伴随的技术应用（例如智能系统自动规划

任务），会削弱尽责性员工原有的规划优势，甚至

引发角色冲突（Tang et al., 2022），进而降低其工

作满意度。总体而言，尽责性这类传统特质对工作

满意度的影响在数字时代呈现出更高的情境性和复

杂性，传统关系机制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显著变

化。

在工作特征方面，领导 AECE 感知和工作自

主性分别反映了边界模糊情境下典型的组织要求与

工作支持，二者共同影响着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其

中，领导 AECE 感知直接反映了在边界模糊背景

下员工所面临的组织期待（李馨等 , 2022）。领导

AECE 感知指员工感知到领导在工作时间外通过数

字媒介保持联络，并期待他们即时回应工作指令的

程度（李馨等 , 2022; Fender, 2010），包括随时可联

络性和及时响应性两个核心特征：前者要求员工在

非工作时间保持可联络状态，以保障工作流程的连

贯性与及时性；后者强调员工接收工作相关信息时

应即刻回复，凸显对工作任务响应的时效性（Fenner 
& Renn, 2010; Piszczek, 2017）。大量研究表明，高

水平的领导 AECE 感知会给员工带来持续的“随时

在线压力”，使其难以从工作中真正脱离出来并进

行心理恢复，这种长期的资源消耗过程最终会对工

作满意度产生强烈的负向影响（Gadeyne et al., 2018; 
Piszczek, 2017）。不同于领导 AECE 的侵入性要求，

工作自主性作为一种工作支持，其影响在数字时代

也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工作自主性是指员工在工

作方法、工作安排以及工作准则等方面进行自主抉

择与判断的程度（Breaugh, 1985）。尽管传统上工

作自主性被证实能显著提升工作满意度（Oldham & 
Fried, 2016），但在边界模糊的数字情境中，工作自

主性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与传统情境相比呈现

出显著差异，其效应可能变得更加复杂。这具体表

现为：一方面，技术赋能所赋予的更大自主决策空

间（Parker & Grote, 2022），可能为员工提供更多自

我管理的机会，继续发挥提升工作满意度的传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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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方面，在算法管理等精密监控技术（裴嘉

良等 , 2021）以及高强度数字连接要求（董蕊 , 王平 , 
2024; Jing et al., 2021）的共同作用下，员工感知到

的工作自主性可能被异化，其对工作满意度的积极

效应则可能减弱、消失，甚至转化为压力源。这种

影响机制的转变进一步凸显了在边界模糊的工作情

境下，关注员工工作自主性对工作满意度的复杂影

响的必要性。综上所述，前文阐述的四个关键因素

在数字时代边界模糊情境下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

响均呈现出高度的情境复杂性。这表明将它们视为

独立、线性的预测源已不足以捕捉现实，需要探究

其共同形成的异质性组合模式对工作满意度产生的

影响。

那么，不同的员工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组合模

式又通过何种内在心理机制来差异化地影响员工工

作满意度呢？本文从边界理论与自我决定理论整合

的视角出发，旨在构建一个整合的解释框架。边界

理论与自我决定理论都高度关注个体与环境的互

动如何影响员工的福祉（Daniel & Sonnentag, 2016; 
Ryan & Deci, 2017）。边界理论首先明确了在边界

模糊情境下，个体特质（即边界管理相关的偏好或

个性）和工作特征（即工作相关支持或要求）是影

响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关键前因（Daniel & Sonnentag, 
2016）。在此基础上，自我决定理论进一步阐释了

这些前因变量共同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内在心理路径。

具体而言，它们通过作用于员工的动机状态，即基

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来最终决定其工作满意度

（Ryan & Deci, 2017）。该理论认为，个体的态度

反应受到其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的影响，包括自

主需要、关系需要和能力需要（Deci & Ryan, 2000, 
2008）。它揭示了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如何满足其心

理需要进而影响个体态度反应的过程，因此被广泛

用于解释工作满意度这类关键态度的形成机制（张

春虎 , 2019; 赵斌 , 韩盼盼 , 2016）。在数字技术驱动

的边界模糊情境中，工作与非工作领域的频繁渗透

和角色切换，对员工满足这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构成

了独特挑战，从而构成了数字时代边界模糊情境下

连接员工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的不同组合模式与工

作满意度变化的关键中介路径。学者们发现不同个

体在这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体验上存在显著异

质性（Ryan & Deci, 2017）。这种异质性源于每种需

要独特的满足机制，依赖于个体与环境因素的不同

互动（Edwards, 2008）。具体而言，自主需要满足

于行为选择的自由感（Deci & Ryan, 2000, 2008）。

在边界模糊的数字环境中，员工面临工作与生活领

域随时相互渗透的压力，其核心挑战在于维持对自

身时间和活动的掌控权。当员工特质（例如高工作 -
家庭分离偏好）与工作特征（例如低领导 AECE 感

知）相互协调时，员工能够更有效地划定数字边界，

减少非自愿的角色切换和工作侵扰，从而捍卫其自

主决策空间和掌控感，满足自主需要；反之，自主

需要满足受挫（马丽 , 徐枞巍 , 2011）。能力需要满

足于胜任工作挑战、有效施展才干的体验（Deci & 
Ryan, 2000, 2008）。边界模糊显著增加了认知负荷，

使员工难以维持专注和高效完成任务。然而，当员

工尽责性特质与高工作自主性特征共同作用时，尽

责性带来的自律和目标导向性，结合高工作自主性

赋予的灵活安排工作方式与节奏的权力，能够帮助

员工在充满干扰的边界模糊环境中更有效地屏蔽干

扰、规划任务、维持专注，从而提升其成功应对挑

战的胜任感，满足能力需要（Zhang et al., 2024）；

反之，能力需要满足受挫。关系需要满足于工作中

感受到的连接、尊重与归属感（Deci & Ryan, 2000, 
2008）。边界模糊可能导致员工在特定情境下无法

全身心投入，影响与亲朋或同事的互动质量。良好

的个体特质与工作特征的组合有助于在边界模糊的

情境中营造相互理解和支持的环境，为关系需要满

足创造条件（赵慧娟 , 龙立荣 , 2016）；反之，关系

需要满足受挫。因此，员工个体特质和工作特征的

组合模式会通过影响特定的基本心理需要，进而影

响其工作满意度。

综上，本文围绕数字时代边界模糊所引发的

员工工作满意度差异问题，提出以下三个研究目

的。第一，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Howard & 
Hoffman, 2018），运用 LPA（Marsh et al., 2009）识

别员工个体特质（即工作 - 家庭分离偏好和尽责性）

以及工作特征（即领导 AECE 感知和工作自主性）

联合的不同潜在剖面结构类型。第二，进一步明晰

所识别出的各类员工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的潜在剖

面结构类型与其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第三，深

入探究不同员工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的潜在剖面结

构类型是如何通过特定的心理需要满足机制来影

响工作满意度。考虑到 LPA 的探索性（Bergman & 
Lundh, 2015）以及国内外学者所倡导的组织研究应

当大力推进以科学问题为导向的探究性研究，避免

局限于严格的以变量为基础的方向性假设（尹奎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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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Jebb et al., 2017），本文不对潜在剖面结构类

型的数量、形状以及路径机制作具体的假设。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与程序

本研究在广东省一家知名国有企业开展，期间

得到了该企业人力资源总监的协助。该企业业务涵

盖信息技术服务、通信网络运维及数字化档案管理

等领域，数字化项目投入较大。在内部管理中，企

业全面推行云端协作平台和远程会议系统，各分支

机构之间的协同工作依赖数字化工具，员工的日常

工作也通过线上系统完成。调研团队在企业中介绍

研究目的和方法后，抽取了 418 名员工参与本研究。

为便于沟通并提高回复率，我们创建了专门的聊天

群组，向参与者详细介绍研究内容并分发调查问卷。

为了降低共同方法偏差（Podsakoff et al., 2003）的影

响，我们在两个月内进行了三次数据收集（每次间

隔时间一个月）。在第一个时间点，由员工评价工作 -
家庭分离偏好、尽责性、领导 AECE 感知、工作自

主性以及各类人口统计学变量。在受邀的 418 名参

与者中，有 356 人做出回复，回复率达 85.17%。在

第二个时间点，由员工评估基本心理需要满足，356
名参与者中有 349 人回复，回复率为 98.03%。在第

三个时间点，由员工评估工作满意度，受邀的 349
名员工中有 346 人参与，回复率为 99.14%。三次

调查的累计有效问卷为 346 份，累计有效回复率为

82.78%。在样本中，男性占 53.76%；26~40 岁的群

体占 70.64%；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 80.35%。

调研全程遵循保密协议和学术规范。参与者在

充分知悉研究事项及自身权利的前提下签署知情同

意文件后自愿参与调研。每次调研结束后，研究组

向参与者发放 10 元人民币以表感谢。

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均采用国际上广泛认可的量表，汉化过

程严格依照 Brislin（1980）提出的程序。

尽责性：尽责性通过 Saucier（1994）编制的一

个包含 8 个题项的量表进行测量。示例条目为“我

做事很踏实”。采取 5 点计分，1 表示“非常不同意”，

5 表示“非常同意”。均分越高，表明员工尽责性

的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

α 为 .88。

工作 - 家庭分离偏好：工作 - 家庭分离偏好通

过 Kreiner（2006）开发的一个包含 4 个题项的量表

进行测量。示例条目为“我不喜欢工作问题渗透进

家庭生活”。采取 5 点计分，1 表示“非常不同意”，

5 表示“非常同意”。均分越高，表明员工工作 -
家庭分离偏好的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克隆巴赫系数 α 为 .88。

工作自主性：工作自主性通过 Liu 等（2007）

改编自 Breaugh（1985）的一个包含 9 个题项的量表

进行测量。示例条目为“我的工作在如何工作方面

给了我相当多的自由和独立性”。采取 5 点计分，

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均分

越高，表明员工工作自主性的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 α 为 .93。

领导 AECE 感知：领导 AECE 感知通过一个改

编自 Fender（2010）编制的包含 8 个题项的量表进

行测量。示例条目为“直属领导认为我在休假时应

该保持可联系的状态”。采取 5 点计分，1 表示“非

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均分越高，表

明员工领导 AECE 感知的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 α 为 .94。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通过一

个改编自 La Guardia 等人（2000）编制的包含 9 个

题项的量表进行测量。示例条目为“在工作中，我

感到被爱和被人关心”。采取 5 点计分，1 表示“非

常不符合”，5 表示“非常符合”。均分越高，表

明员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 α 为 .76。

工作满意度：工作满意度通过 Kreiner（2006）

改编自 Brayfield 和 Rothe（1951）编制的一个包含 3
个题项的量表进行测量。示例条目为“总体来说，

我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采取 5 点计分，1 表示

“非常不符合”，5 表示“非常符合”。均分越高，

表明员工工作满意度的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

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 α 为 .94。

2.3  统计分析

首先，本研究采用 SPSS 26.0 对所有研究变量

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其次，为了识别第一个时间点员工的工作 - 家

庭分离偏好、尽责性、领导 AECE 感知以及工作

自主性的不同组合模式，本研究采用 Mplus 8.3 进

行 LPA。该方法旨在从一系列连续的观测变量中识

别出独立的不同潜在剖面。本研究评估了 2 分类剖

面模型到 6 分类剖面模型，模型拟合度通过 Akaike
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 Aka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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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Bayesian 信 息 准 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BIC; Schwarz, 1978） 以 及 A-BIC（adjusted 
BIC for sample size; Sclove, 1987）等多种信息指数进

行衡量，这些指数越低，表明模型拟合度越好。模

型比较进一步通过 Lo-Mendell-Rubin Likelihood Ratio 
Test（LMR-LRT） 和 Bootstrap Likelihood Ratio Test
（BLRT）进行，若两者的 p 值达到显著水平，则

表明 k 剖面模型相较于 k-1 剖面模型具有更好的拟

合度（Dziak et al., 2014）。此外，熵（Entropy）值

越接近 1，分类准确性越高（Nylund-Gibson & Choi, 
2018）。并且，每个剖面的实际参与者人数不能低

于 10 人，每个潜在剖面的人数占比不能低于总样本

的 5%（Nylund et al., 2007）。更重要的是，在确定

最佳剖面数量时，还需要综合考虑现有研究见解、

理论基础以及所识别剖面的简洁性、实际效用和可

解释性（Wang & Wang, 2012）。

接着，确定最佳剖面数量后，本研究进一步

探讨了这些潜在剖面结构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Mplus 中的 Auxiliary（BCH）函数能够在不影响剖

面分类结果的前提下，检验不同剖面在结果变量上

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采用该方法在一

个统一步骤中量化了剖面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Asparouhov & Muthén, 2014）。

最后，鉴于本研究在探索中介效应时，自变量

（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的潜在剖面结构）为多分类

变量，而中介变量（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因变量

（工作满意度）为连续变量，本研究采用了 Hayes
和 Preacher（2014）推荐的方法，通过 PROCESS 宏

中的模型 4 对基于多分类自变量的中介效应进行检

验。值得注意的是，为降低第一类错误，本研究使

用 Bonferroni 校正法调整显著性水平 α，鉴于本研

究包含其余三个潜在类别与参照组的3次两两比较，

Bonferroni 校正后的单次检验阈值 α  = .05/3 = .017。

因此，在三种基本心理需要以及工作满意度对潜在

剖面结果的线性回归模型中，对显著性水平 α 进行

判断时，只有当 p < .017 时，潜在剖面对该线性回

归模型中因变量的影响才被判定为显著。此外，采

用偏差校正 Bootstrap 法（5000 次抽样）计算偏差校

正置信区间（bias-corrected confidence interval, BCCI; 
MacKinnon, 2008），若间接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

不包含零值，则认为该中介效应在 .05 水平上显著

（Shrout & Bolger, 2002）。同时，为了控制其他变

量的潜在影响，本研究在中介效应分析中对可能影

响研究变量的人口统计学因素（性别、年龄、受教

育程度和工作年限）进行了控制。既有文献表明它

们可能影响个体的工作相关特质、工作特征感知、

心理需要以及工作结果。例如，员工个体特质以及

工作满意度可能存在性别差异（Clark, 1997; Costa et 
al., 2001）；年龄和工作年限不仅反映了个体的职业

阶段和累积经验，也可能影响其对工作自主性的期

望以及心理需要满足（Coxen et al., 2021; Goštautaitė 
et al., 2022; Zhang et al., 2019）；而受教育程度则往

往与工作特征的感知和工作满意度相关（Solomon et 
al., 2022; Verhofstadt et al., 2007）。通过统计控制这

些潜在的混淆因素，本研究旨在更清晰地揭示员工

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剖面通过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影

响工作满意度的独特路径。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表 1 展示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包括各变

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为避免共同方法

偏 差（Podsakoff et al., 2003） 产 生 影 响， 本 研 究

运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周浩 , 龙立荣 , 2004; 
Malhotra et al., 2006）对数据予以检验。针对全部量

表的 41 道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并固定只抽取

一个因素。此因素仅能解释 19.87% 的变异（小于

50%），这意味着共同方法偏差处于可接受的程度。

3.2   潜在剖面分析

本研究对 2 至 6 种剖面的模型进行了评估，拟

合指标见表 2。AIC、BIC 和 A-BIC 的值随着剖面

数量的增加而降低。各剖面模型的 BLRT 结果均具

有统计学显著性。尽管 4 分类剖面模型的熵值低于

3 分类、5 分类和 6 分类的剖面模型，但 3 分类、5
分类和 6 分类的剖面模型中最小类别占比不足（均

少于 10 名参与者）。考虑到过往的研究指出单个

剖面的实际参与者人数低于 10 人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Nylund et al., 2007），4 分类剖面模型是更合适的。

更重要的是，5 分类和 6 分类剖面模型划分出的额

外类别与已有类别差异不明显。因此，综合考虑模

型的拟合指标、实际意义以及简洁性，4 分类剖面

模型是最合适的。该模型各类别成员的平均后验概

率范围在 .81 至 .94 之间，这进一步证明了 4 分类剖

面模型的稳健性。

4 分类剖面模型的工作 - 家庭分离偏好、尽责

性、领导 AECE 感知以及工作自主性的估计均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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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基于先前的研究和理论对所识别出的 4 种剖

面进行解读。第一种剖面中的员工（n = 196；占比

56.7%）在各个变量的得分均处于中等水平，命名为

“平衡型”。第二种剖面中的员工（n = 21；占比 5.9%）

报告的工作 - 家庭分离偏好的得分最高，尽责性的

得分处于中等水平，但领导 AECE 感知的得分最高

且工作自主性的得分最低，命名为“冲突型”。第

三种剖面中的员工（n = 80；占比 23.1%）报告的尽

责性、工作 - 家庭分离偏好以及领导 AECE 感知的

得分最低，而工作自主性的得分处于中等水平，命

名为“被动型”。第四种剖面中的员工（n = 49；占

比 14.2%）报告的尽责性和工作自主性的得分最高，

工作 - 家庭分离偏好以及领导 AECE 感知的得分均

处于中等水平，命名为“主动型”。

LPA 各剖面结构间工作满意度比较的结果见表

3。主动型的员工表现出最高水平的工作满意度，

其次是平衡型和被动型的员工，最后是冲突型的员

工。

表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N = 346）

注：W-F SP = 工作 - 家庭分离偏好；AECE = 非工作时间电子通信预期。* p  < .05, **p  < .01, ***p < .001。 

表 2  不同潜在剖面类型的拟合指数

注：加粗的代表最终选择的方案。

表 3  不同潜在剖面结构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注：Class 1 = 平衡型；Class 2 = 冲突型；Class 3 = 被动型；Class 4 = 主动型。“>” 和 “<” 表示两组之间的差异在 .05 水平上已达到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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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员工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的潜在剖面图

注：W-F SP 即工作 - 家庭分离偏好；领导 AECE 感知即感知领导非

工作时间电子通信预期；值为各变量的题项得分均值。

3.3   多组中介分析

将员工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的潜在剖面结构进

行虚拟编码，以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为中介变量，

工作满意度为因变量建立多重中介模型（见图 2）。

在进行虚拟编码时，本研究选择平衡型员工作为参

照组，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平衡型是本

研究样本中规模最大的类别（56.7%），代表了最普

遍的员工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组合模式，将其作为

参照组能为后续组间比较提供稳定且具有代表性的

基线。第二，从概念上看，平衡型员工在所有剖面

指标上的得分均处于中等水平，没有表现出极端特

征，可视为一种基准状态。将其他特征鲜明的剖面

与之比较，有助于更清晰地揭示特定组合模式对结

果变量的独特影响。第三，基于过往研究实践（Farnese 
et al., 2024; Ye et al., 2024），选择样本量最大或特征

居中的类别作为参照组可以增强结果的可解释性。

在控制协变量后，结果如表 4 所示，与平衡型员工

相比，冲突型员工报告的工作满意度更低（bdirect = -.48, 
SE = .14, p < .001）；而被动型员工（bdirect = .02, SE 
= .07, p > .05）和主动型员工（bdirect = .17, SE = .08, 
p > .017）对工作满意度的直接效应均不显著。冲突

型员工报告的自主需要满足更低（b = -.52, SE = .14, 
p < .001），但能力需要满足（b = -.17, SE = .13, p > 
.05）以及关系需要满足（b = -.24, SE = .12, p > .05）

并无差异；被动型员工报告的能力需要满足（b = -.43, 
SE = .06, p < .001）和关系需要满足（b = -.25, SE = 
.06, p < .001）更低，但自主需要满足（b = -.11, SE = 
.07, p > .05）并无差异；主动型员工报告的能力需要

满足更高（b = .35, SE = .07, p < .001），但自主需要

满足（b = .09, SE = .08, p > .05）以及关系需要满足（b 
= .08, SE = .07, p > .05）并无差异。自主需要满足对

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 = .17, SE = .07, p = 
.01），能力需要满足（b = .19, SE = .07, p < .01）以

及关系需要满足（b = .27, SE = .08, p < .001）同样如此。

员工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的不同潜在剖面类型

通过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对其工作满意度产生的

相对总效应和间接效应估计值如下所示。以平衡型

员工作为参照组。首先，冲突型员工对工作满意度

的总效应显著（btotal = -.66, Bootstrap SE = .15, 95% 
BCCI = [-.957, -.362]）。冲突型员工通过自主需要

满足对其工作满意度产生的中介效应显著（bindirect = 
-.09, Bootstrap SE = .05, 95% BCCI = [-.205, -.014]），

然而通过能力需要满足（bindirect = -.03, Bootstrap SE 
= .03, 95% BCCI = [-.118, .010]）以及关系需要满足

图 2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路径图

注：N = 346；平衡型为参照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为控制变量。
*p < .017,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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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direct = -.06, Bootstrap SE = .04, 95% BCCI = [-.177, 
.004]）对其工作满意度产生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

其次，被动型员工对工作满意度的总效应不显著

（btotal = -.14, Bootstrap SE = .08, 95% BCCI = [-.293, 
.006]）。被动型员工通过能力需要满足（bindirect = -.08, 
Bootstrap SE = .04, 95% BCCI = [-.167, -.013]）和关系

需要满足（bindirect = -.07, Bootstrap SE = .03, 95% BCCI 
= [-.133, -.024]）对其工作满意度产生的中介效应显

著，然而通过自主需要满足对其工作满意度产生的

中介效应并不显著（bindirect = -.02, Bootstrap SE = .02, 
95% BCCI = [-.060, .002]）。最后，主动型员工对

工作满意度的总效应显著（btotal = .28, Bootstrap SE = 
.09, 95% BCCI = [.104, .448]）。主动型员工通过能力

需要满足（bindirect = .07, Bootstrap SE = .03, 95% BCCI 
= [.013, .137]）对其工作满意度产生的中介效应显

著，然而通过自主需要满足（bindirect = .02, Bootstrap 
SE = .02, 95% BCCI = [-.009, .063]）以及关系需要满

足（bindirect = .02, Bootstrap SE = .02, 95% BCCI = [-.012, 
.075]）对其工作满意度产生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基于 3 个时

间点的纵向数据，识别出 4 种员工个体特质 - 工作

特征的异质性潜在剖面。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不

同剖面类型与员工工作满意度之间的特异性关联，

并阐明了特定类型通过满足不同的基本心理需要来

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差异化路径。这些发现凸显了个

体差异在影响工作满意度中的关键作用。综上，本

研究为理解工作满意度的形成机制提供了一个整合

性视角，并为组织设计精准、高效的干预措施以提

升员工福祉提供了实证依据。

4.1   员工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的潜在剖面

在本研究样本中，员工存在 4 种个体特质 - 工

作特征的潜在剖面结构，各剖面在不同变量上呈

现出水平差异。具体来说，“平衡型”员工（占比

56.7%）的个体特质与工作特征之间不存在显著冲

突。这与先前研究发现大多数员工的个体与环境特

征趋于协调一致的观点相符（Zhang et al., 2024）。

与此不同，“冲突型”员工（占比 5.9%）报告的工

作 - 家庭分离偏好水平最高，同时领导 AECE 感知

也最高。这导致他们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容易陷入冲

突困境（Gadeyne et al., 2018; Glavin et al., 2024）。

这也提示组织需要对这类员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

支持，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解决冲突困境，将潜在不

利工作结果最小化。此外，“被动型”员工（占

比 23.1%）在尽责性、工作 - 家庭分离偏好及领导

AECE 感知上得分较低，仅在工作自主性上得分中

等，这导致他们在工作中较为被动，缺乏主动规划

和积极进取的动力（Huo & Jiang, 2021）。尽管他们

不像“冲突型”员工那样面临明显的冲突，但组织

表 4  路径分析结果表（N = 346）

注：平衡型作为参照组。*p < .017, **p<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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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关注这类员工的发展，通过培训和激励措施来

提升他们的尽责性和主动性，从而促进其在工作中

的积极参与和成长（张志学等 , 2021）。相比之下，“主

动型”员工（占比 14.2%）在尽责性和工作自主性

方面得分较高，其他变量得分中等。凭借其高尽责

性和工作自主性，该类员工能积极投入工作，并有

效平衡工作与家庭，常被视为组织创新与发展的关

键驱动力（罗萍等 , 2020; Wilmot & Ones, 2019）。

综上，这些剖面的发现为组织理解员工提供了比传

统基于以变量为中心方法的研究更细致、更贴近现

实复杂性的视角，有助于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管理策

略，进而优化员工的工作福祉。

4.2   员工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的潜在剖面与工作满

意度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冲突型员工报告的工作满意度处

于最低水平，这与过往研究一致，存在工作 - 家庭

冲突的员工会报告更低的工作满意度（Derks et al., 
2016）。尽管该类员工在样本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

仅为 5.9%，但是考虑到数字时代下领导 AECE 的常

态化（李馨等 , 2022），这类群体仍需重点关注。此外，

被动型员工也报告了较低水平的工作满意度，这凸

显出管理者重视这类员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值得

关注的是，本研究发现主动型员工报告的工作满意

度处于最高水平。这一结果表明，即便面临着中等

水平的冲突困境（即中等水平的工作 - 家庭分离偏

好与领导 AECE 感知），该群体依旧能凭借其高尽

责性与高工作自主性的良性组合，有效应对工作挑

战并维持高满意度（董蕊 , 王平 , 2024）。这一结果

挑战了仅关注单一特征效应或有限交互效应的传统

研究，强调了从以个体为中心的视角探究工作满意

度前因的重要性，为理解员工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

的复杂互动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提供了新见解。

4.3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揭示了不同类型的员

工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的潜在组合模式与不同的基

本心理需要满足路径之间的联系。同时，研究揭示

了这些路径如何与工作满意度的水平差异相关联。

具体而言，研究结果发现，与平衡型员工相比，冲

突型员工的自主需要满足水平更低，进而其工作满

意度也更低。冲突型员工面临高领导 AECE 感知和

高工作 - 家庭分离偏好的矛盾组合，这种渴望分离

却被迫持续连接的困境与其较低的自主需要满足水

平和工作满意度相关联（Grant et al., 2025; Reinke & 

Gerlach, 2022）。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过往研究发现

高领导 AECE 感知带来的“连接”压力也可能潜在

损害关系需要满足（Gadeyne et al., 2018），但本研

究发现，对于冲突型员工而言，其核心矛盾在于较

低水平的自主需要满足，而非较低水平的关系需要

满足。这与过往研究的不一致结果凸显了采用以个

体为中心的研究思路探究员工个体特质与工作特征

的组合模式对其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的必要性。

此外，研究结果还发现被动型员工相比于平衡型员

工具有更低的能力需要满足和关系需要满足，进而

有更低的工作满意度。被动型员工呈现低尽责性与

中等工作自主性的组合特征，这使其能力需要难以

满足（Zhang et al., 2024）。同时，有限的工作投

入与社交互动亦与较低的关系需要满足相联系（赵

慧娟 , 龙立荣 , 2016）。能力与关系需要的双重受

挫进一步与其工作满意度较低相关（Ryan & Deci, 
2017）。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结果发现主动型员工相比

于平衡型员工具有更高的能力需要满足，进而有更

高的工作满意度。主动型员工凭借其高尽责性特质，

在高自主性的工作环境中能够更有效地规划和执行

任务，其成功应对挑战和达成目标的体验，与持续

较高的能力需要满足水平相联系（Hulleman et al., 
2008），这印证了自我决定理论中人 - 环境交互是

需要满足核心载体的主张（Edwards, 2008）。研究

结果揭示了边界模糊情境下工作设计的复杂性：技

术赋能的工作自主性缺乏相适配的个体特质支撑时，

其潜在效益可能难以实现；高领导 AECE 若遭遇高

分离偏好员工的认知抵抗，则可能与较低的自主需

要满足相关。尽管主动型剖面包含高工作自主性特

征（该特征通常与自主需要满足正向关联），但在

本研究中，其通过自主需要满足影响工作满意度的

路径并未达统计显著性水平。一种合理的解释是，

对于高尽责性个体（例如主动型员工），工作自主

性可能更主要地服务于其目标导向和秩序维护的内

在需求，使得能力需要满足成为更显著的结果表征。

在此特定组合模式下，自主性所承载的自由选择感

的独特贡献可能相对弱化（Zhang et al., 2024）。这

一发现凸显了在边界模糊情境下，深入探究员工个

体特质与工作特征潜在组合模式的影响及其内在作

用机制的必要性。这些发现为构建数字时代边界模

糊情境下新的管理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强调组织

干预需关注员工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组合对特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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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需要路径的独特效应，进一步支持了自我决定理

论所强调的个体经历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是异质性

的观点（Ryan & Deci, 2017）。

4.4   理论贡献和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本研究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视角，为理

解数字时代边界模糊情境下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前因

提供了新知识，有效补充并挑战了传统以变量为中

心的研究发现。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员工个体特质与

工作特征的独立效应或有限交互效应，忽视了这

些因素在现实中的组合效应异质性（尹奎等 , 2020; 
Zhang et al., 2024）。本研究通过 LPA 识别出员工

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的 4 种典型剖面，弥补了现有

研究忽视员工异质性的不足，提供了超越以往“平

均效应”的新洞察。这不仅印证了数字技术重塑

工作体验、模糊工作与生活边界的论断（Ewers & 
Kangmennaang, 2023; Soroui, 2021），更通过具体剖

面精细地揭示了数字时代边界模糊情境下工作满意

度形成的群体差异（如“冲突型”揭示负面体验，“主

动型”展现积极适应）。

其次，本研究整合了边界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

通过揭示不同剖面经由差异化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路

径影响工作满意度的机制，丰富并深化了自我决定

理论在数字时代边界模糊背景下的应用。本研究明

确了特定员工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的潜在剖面类型

如何通过激活或抑制特定的心理需要路径（即冲突

型员工主要抑制自主需要，被动型员工主要抑制能

力与关系需要，主动型主要促进能力需要）进而影

响工作满意度。这一发现支持了 Ryan 和 Deci（2017）

关于个体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体验上存在显著异质

性的观点，并具体阐释了在数字时代，特定的员工

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组合模式是如何差异化地通过

这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来影响工作满意度。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的发现有助于管理者更精

准地识别出在边界模糊情境下工作满意度可能存在

问题的员工群体，并据此高效分配组织资源，制定

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鉴于异质性剖面及其差异

化影响的发现，本研究强调组织需超越传统的、基

于单一变量的管理思维，转向“以人为本”的整体

视角。管理者应全面评估员工个体特质与工作特征

的组合模式，以实现更精准的识别和针对性干预。

正如学界所倡导的，员工并非孤立地体验单一的工

作因素，而是对个体特质与工作环境多重特征的组

合形成整体感知（Zhang et al., 2024）。具体而言，

针对不同类型的员工，组织应设计并实施差异化的

管理策略。本研究明确了冲突型员工所报告的低工

作满意度与其较低的自主需要满足水平密切相关，

这提示管理者必须引入相关策略以提升员工的自

主需要满足程度。诸多实证研究表明，管理者可通

过推行灵活的工作安排模式、培育信任与赋权的组

织文化以及开展定期的沟通交流活动等方式，有效

提高团队成员的自主需要满足水平，进而实现工作

满意度的提升（何丹等 , 2009; 吴梦迪等 , 2020）。

本研究进一步表明，被动型员工较低的工作满意度

与其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的满足程度较低相关。基

于此，管理者有必要精心制定旨在提升这些关键需

要满足程度的策略。为满足其能力需要，管理者应

提供精准化的培训课程、丰富的成长机会以及富

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罗萍等 , 2020）；为满足其

关系需要，则可借助组织团队活动以及定期开展

沟通交流等方式来营造包容和谐的工作文化氛围

（Goštautaitė et al., 2022）。此外，对于主动型和平

衡型员工，管理者则应致力于维持并优化其积极状

态，并将其成功经验在组织内推广，发挥示范效应。

总之，组织应积极识别不同特征类型的员工，并依

据不同员工群体的特定个体特质与工作特征来设计

差异化的组织保障与干预措施体系。

4.5   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以下三点局限。首先，本研究对变

量的测量主要依赖自我报告。尽管一些研究者主张，

关于个人经历的测量，自我报告能更真实地反映员

工的真实感受和实际经历，进而增强其在实践方面

的 相 关 性（Corneille & Gawronski, 2024; Flom et al., 
2012），但这种方法可能会引发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差。鉴于此，在未来的研究中，

若能综合采用包含自我报告、同事评价、领导评估

以及结构化访谈在内的多元化测量方法，将有助于

进一步增强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说服力。

其次，尽管 LPA 能提供关于个体异质性的特

殊见解，但它本身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具体而言，

LPA 要求研究者运用科学判断来确定与理论及实证

数据相符的最佳剖面数量（Marsh et al., 2009）。然

而，这种方法仅能识别给定样本内的亚群体，这就

引发了对研究结果普适性的质疑（Meyer & Morin, 
2016）。此外，本研究样本源于广东省某国有企业，

员工年龄与教育水平分布相对集中。尽管一些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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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该类数字化企业的员工在年龄与教育水平

上通常呈现相对集中的分布（刘培等 , 2025; Nie et 
al., 2024），本研究的样本特性仍可能限制结论对不

同行业、文化背景或年龄阶段群体的普适性。为了

有效应对这一局限性，未来研究有必要从更为广泛

的参与者群体中收集数据，这些群体应涵盖不同行

业、多元文化背景以及各个年龄群体的员工。

最后，遵循先前研究实践，本研究采用间隔 1
个月的数据收集设计，这有助于控制共同方法偏差

并建立初步的时序关系（Podsakoff et al., 2003）。尽

管本研究一个月的数据收集间隔与过往心理需要满

足的研究一致（Tóth-Király et al., 2023），但仍可能

无法捕捉变量变化的动态过程（例如心理需要满足

对工作满意度的滞后效应）。未来研究可通过延长

追踪周期（如 6 个月或一年）进一步检验变量的动

态关系。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1）员工个体特质 - 工作特征的潜在剖面结

构存在 4 种不同类型：平衡型（56.7%）、被动型

（23.1%）、主动型（14.2%）和冲突型（5.9%）。

（2）主动型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最高，随后依次

是平衡型、被动型和冲突型的员工。

（3）不同剖面类型的员工通过特异性的基本心

理需要满足路径影响工作满意度。具体而言，相较

于平衡型员工，主动型员工的能力需要满足程度更

高，因而其工作满意度也更高；冲突型员工的自主

需要满足程度较低，因而其工作满意度也较低；被

动型员工的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满足程度皆较低，

因而其工作满意度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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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vasiv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contemporary workplaces has precipitated a significant dissolution of traditional 

boundaries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and domestic spheres, giving rise to a boundaryless work environment. This shift, characterized by frequ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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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oundary task switching, profoundly impacts employee job satisfaction, a core predictor of key organizational outcomes such as innovation and 
retention. While the antecedents of job satisfaction have long been a central theme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the unique context of blurred work-
nonwork boundaries necessitates a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Extant literature, largely dominated by variable-centered paradigms, has identified 
key individual traits, such as work-family segmentation preferences and conscientiousness, as well as job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leaders’ after-hours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expectations (AECE) and work autonomy, as significant factors. However, these approaches often assume homogeneity 
within samples and focus on linear relationships, thereby systematically neglecting the heterogeneous and configurational effects arising from the 
complex interplay of these factors. This limitation can lead to “one-size-fits-all” management interventions that are imprecise and ineffective. In 
response to calls for a more holistic perspective, this study adopts a person-centered methodology to capture this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identifying 
naturally occurring profiles based on how these traits and characteristics combine within individuals.

This investigation is grounded in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combines the boundary theory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The boundary theory provides the foundational lens for selecting the key antecedents, as it specifically addresses how individuals manag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work and nonwork domains, emphasizing the interactive roles of individual traits (e.g., preferences and personality) and job 
characteristics (e.g., supports and demands). Building on this, the SDT is introduc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se antecedent combinations influence job satisfaction. The SDT posits that well-being is a function of the satisfaction of thre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autonomy, competence, and relatedness. We argue that the specific configuration of an employee’s traits and job characteristics creates a unique 
psychosocial environment that either supports or thwarts the satisfaction of these needs, leading to differential levels of job satisfaction.

This study had three primary objectives: (1) To identify distinct, naturally occurring latent profiles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employees’ 
work-family segmentation preference, conscientiousness, perceived leader AECE, and work autonomy. (2) To examine the differen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identified latent profiles and employee job satisfaction. (3)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thre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i.e., 
autonomy, competence, and relatedness) in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ile membership and job satisfaction.

A three-wave longitudinal survey was conducted at a large, highly digitized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Guangdong, China. The final matched 
sample consisted of 346 employees. At Time 1 (T1), participants reported on the four individual trait and job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along with 
demographics. At Time 2 (one month later), they assessed their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satisfaction. At Time 3 (two months after T1), they reported 
their job satisfaction.

A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of the T1 data revealed four distinct and interpretable employee profiles. The Balanced group (56.7%) represented the 
largest segment, characterized by moderate levels on all four indicators, suggesting a state of equilibrium. The Active group (14.2%) was typified 
by high levels of both conscientiousness and work autonomy, with moderate levels on the other indicators. In stark contrast, the Conflicting group 
(5.9%) exhibited a detrimental combination: a high preference for work-family segmentation and high perceived leader AECE, coupled with low work 
autonomy. Finally, the Passive group (23.1%) was marked by low levels of conscientiousness, segmentation preference, and leader AECE, alongside 
moderate work autonomy. Subsequent analysis confirmed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ile membership and job satisfaction. The Active group 
reported the highest job satisfaction, followed in descending order by the Balanced, Passive, and Conflicting groups, with the last group reporting the 
lowest satisfaction by a significant margin.

Using the Balanced group as the reference, mediation analyses revealed distinct psychological pathways underlying these differences. The Active 
group’s higher job satisf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mediated by greater competence need satisfaction. In contrast, the Conflicting group’s substantially 
lower job satisfaction was mediated by lower autonomy need satisfaction. Finally, the Passive group’s lower job satisfaction was explained by lower 
satisfaction of both competence and relatedness needs.

These findings offer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eoretically, this study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variable-
centered paradigm by demonstrating that employees’ experiences in the digital age are better understood through holistic, heterogeneous profiles rather 
than isolated variables. It enriches the boundary theory by empirically illustrating how traits and characteristics configure in reality and extends the 
SDT by revealing the specific, differentiated need-satisfaction pathways associated with these real-world configurations. Practically, the identified 
profiles serve as a diagnostic tool for managers. Interventions can be targeted. For Conflicting employees,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restoring autonomy. 
For Passive employees, strategies should aim to bolster competence and relatedness. By moving beyond a one-size-fits-all approach, organizations can 
design more precise, 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s to enhance employee job satisfaction in an era of increasingly blurred boundaries.
Key words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individual traits, job characteristics, job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